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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

———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张 新 民

摘　要:佛教传入东土以后,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得其裨助,经过自唐迄宋的消化吸收,遂有儒家理学与

心学别开生面的崭新发展.由此,不仅儒家自身彻上彻下的形上哲学义理世界得以建立,儒、道、释三家和

合互动的学术生态格局亦逐渐形成,中国文化力求妥善安顿人之精神生命的特征与能力进一步强化.两

宋大儒多与宗门禅德相往返,禅学实际上成为他们体道、证道的入门初阶,这既是当时“三教合一”历史潮

流的具体表现,亦反映了华夏传统学术作为人类体认宇宙人生真谛之智慧成就在心灵安顿乃至宗教层面

的文化调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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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的“一大事因缘”,便是以旁助的方式催生了作为儒学第二期的宋明儒学,形成了

儒、道、释三家长期共存共荣的多元文化生态格局,丰富了固有文化不断赓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价值

系统及其义理内涵.其中,最突出的文化现象便是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二者均突出反映了由

排斥冲突到交流融合的整体历史发展大趋势.宋明诸大儒无不出入释、老,多方吸取其思想资源,然
后又返归孔孟正学,重建自己的形上义理系统,不仅为中国文化贯注了元气,而且也显示了东方民族

特有的直观慧识.故即使延至２０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开始酝酿、出现激烈的反传统思潮时,仍有

学者坚持认为“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文化之真精神也”① .这说明,传统

中国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仍在文化断层的缝隙中为不少有识之士坚守或传承.
分析传统中国哲学的特点,必然离不开对儒、道、释三教的考察.而三教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都以

“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为中心,“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心灵,都集中在这里表

现”,“三教都是‘生命的学问’,不是科学技术,而是道德宗教,重点落在人生的方向问题,􀆺􀆺是人类

最切身的问题”② .儒、道、释三教以在道体上见得透为究竟,以人类的安身立命为归宿,代表了人类

探寻生命存在的真理的发展方向,反映了人类渴望内外打通和彻底把握自我的认知深度.
从长时段的视域看,儒家思想自孔孟以来,历经两汉以迄唐宋,其中虽夹杂着曲折,但总的来说

乃是朝着越来越完整、系统、邃密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入宋以后,理学雄军突起,无论讲心性、理气、
性情、中和,抑或讲形上、形下、未发、已发,讨论的题域既非前代学者所能范围,分析的邃密亦令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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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望洋兴叹.及至晚明,则可说是“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①.特别是在心性及

其意识结构活动的如实了解和客观把握方面,宋明儒学更不能不说是精义高见迭出,既绵延了先秦

圣学的血脉,契应了孔孟心法,也发扬了儒家道统,当为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然而,儒学的第二期

复兴运动固然得力于自身内在理路的推廓或拓展,但也不可忽视诸如佛教等诸多外缘条件的挑战或

剌激作用②.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明的“外来物”,先是与道家哲学思想结合,通过道家式的“格义”解
读,实现了中国化的第一步(佛教的道家化);然后,它又以道家思想为桥梁,开始吸收、整合儒家伦理

思想,逐渐消弭相互之间的缝隙,实现了中国化的第二步(佛教的儒学化).也就是说,经历了长程历

史路途的融突磨合,特别是与道、儒两家域内思想资源的广泛交流对话,由域外输入的佛教不断在本

土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解释,并始终朝着能为另一文化系统接纳的方向发展,最终则形成了既符

合佛陀本怀,具有自身宗教特征,又多方面地吸收了异地固有的思想文化智慧,拥有新的生命形态的

天台、华严、禅等众多中国化的宗教流派.上述儒学佛化与佛教儒化的历史进程,代表着不同文明之

间互学互鉴与融突磨合的成功模式,乃是跨文化交流对话和选择过滤的重要活态典范③.

一、唐代的儒佛交流与会通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土所经历的长程复杂变迁,即是其不断中国化的历史性发展过程.历经

魏晋南北朝诸如“唯识学”、“般若学”、“涅槃学”的长期深入发展,佛教至北宋已有近千年的本土化变

迁演化经历,影响广被朝野上下,深入街闾村巷,沾溉士夫乡民.其前后渊源流变,可用宋儒陆象山

语概括:“佛入中国,在扬子之后.其事与其书入中国始于汉,其道之行乎中国始于梁,至唐而盛.韩

愈辟之甚力,而不能胜.王通则又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浮屠老氏之教,遂与儒学鼎列于天下,
天下奔走而向之者盖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祸福归向之者则佛老等,与其道而收罗天下之英杰

者,则又不在于老而在于佛.􀆺􀆺百家满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庄子所

以有彼是相非之说也.”④可见佛教传入东士之后,的确一度主导了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世界,同时也引

发了各种学术流派的长期争论,导致了中国文化巨大而全面的调整.如何消化吸收佛教思想资源,
重建儒家道统或学统,当然也就成为困惑唐宋两代儒家知识精英的重大问题.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高潮时期,其得人之盛,甚至压倒了儒学.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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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可以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对话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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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耳”①,并非一时偶然之虚语.而即使辟佛最力的韩愈(７６８ ８２４),他所倡导发明的儒家“道统之说

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

哉!”②韩愈主要是以儒家道统排佛,目的在于发明先秦儒家固有的经世之学大义,重光儒家终极关怀

与人文智慧.此一志向成为历代儒者自觉维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发展方向.但是,假如无禅宗,我
们亦很难设想会有韩愈“道统论”的揭出.“道统论”恰好是他既仿效禅宗又排斥禅宗,希望能以此振

衰起敝复兴儒学的必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韩愈“道统说”的提出,反映了禅宗的兴盛,反衬出了儒

家的衰敝③.
韩愈的辟佛活动影响一时,实有一层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即“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

也”④.与唐初三教并重,乃至有总数达一千三百卷的«三教珠英»之修撰⑤,僧寺往往成为知识与文

化传播的中心,而士人心态并不以释氏之说为非不同,安史之乱后,士人普遍认为“戎狄之乱华,不同

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⑥.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

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此不能不连类及于佛教,以致开始质疑朝野上下重佛轻儒的文

化心理现象.只是与韩愈的极力辟佛相较,当时多数学者仍“不敢也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

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⑦.
但是,即使是韩愈的排佛,亦主要着眼于政治社会学的考虑,缺乏学理方面的充分权衡.相形之

下,宋儒为重建心性形上世界,往往能操戈入室,逐渐夺回有关天地宇宙及社会人生问题的发言权.
此外,宋代佛教声势远逊于唐代,已经中国化了的释迦学说不再是尊王攘夷的政治对象.而着眼于

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则可说佛教之传入中国,在不断融突磨合的过程中,显然只是扩大了中国文化

固有的多元格局,丰富而非消解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历史资源,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自得佛教

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⑧

与韩愈同时提倡古文运动的柳宗元(７７３ ８１９),著述名动一时,影响后世甚大,然亦长期浸润佛

教,自谓“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固所愿也”⑨.柳宗元父亲柳镇与梁肃(７５３ ７９３)乃知交.梁肃官至皇

太子侍读、史官修撰,然又为天台宗九祖湛然(７１１ ７８２)之高足.他不仅是有唐一代古文大家,同时

又是天台佛教理论名家,尝整理天台文献,撰成«删定止观»一书,诚乃兼通儒释的文坛作手.柳宗元

既与梁肃有两代世谊,被贬永州后又与湛然另一再传弟子重巽过从甚密,并盛赞其人“修最上乘,解
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宋

僧志盘撰«佛祖统纪»一书,详述天台一宗源流,称其为“湛然旁出世家”,足证其家世与天台人物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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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多,受其义理沾溉亦颇深.
柳氏一生主张统合儒释,谓“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①,强调“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

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②.后人因此认为他称引“浮图之说,推离还源,合于生而静者,
以为不背于孔子.其称大鉴之道,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者,以为不背于孟子.然后恍然有

得于儒释门庭之外.涉猎先儒之书,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严,任道之笃,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门之

律师也.”③上述评价不可谓不高,适可见其非但不辟佛,反而以为儒佛能够互补.
李翱(７７２ ８３６)与韩愈、柳宗元同时,而与韩愈论学最为相得,故乃追随其后推行古文运动,排

佛立场复大体相同.如同韩愈与大颠和尚多有交往一样,李翱亦与尊崇天台之梁肃时有过从,故其

之所以重新发明儒家心性论思想,盖因受了天台宗理论体系的启发.李翱同时又多与禅门人物接

触,可举者如惟严、道通、药山等,均或多或少对他有所影响.其与禅宗的关系,较韩愈更为密契深

广,故传世典籍多记载他参禅的事迹.如«五灯会元»云:

　　李翱刺史问:“如何是真如般若?”(崇信)师曰:“我无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师曰:
“此犹是分外之言”④

李翱之所以参禅,盖出于形上超越之关怀,且显然对佛教义理有所透入,否则便不会直下追问

“如何是真如般若”.这说明,其义理见地与工夫,较韩愈为高.今人评价他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以为

可以“奇杰”两字许之⑤.晚明钱谦益更称他“年廿有九,参药山,退而著«复性书»,或疑其以儒而盗

佛,是所谓疑东邻之井盗西邻之水者乎?”⑥«复性论»虽主“性善情恶”论,倡导儒家的复性工夫,主要

是发挥«中庸»、«孟子»一系的思想,心得发明可谓颇多,但毫无疑问也杂有佛教之说,反映出他受禅

宗思想浸淫既钜且深⑦.
唐代儒佛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不断交流融合,二者的磨合交涉,牵联着广大的社会思想文化

领域.政治上的排佛并未影响学理上的儒佛会通,最终正如陆象山所说,“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

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⑧.上举韩愈、
柳宗元、李翱三人,均为同辈学者,他们的儒学立场不尽相同,受佛教影响也有程度大小的差异,但均

发挥了学术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可不称为转移风气的关捩人物.其中,韩愈对后世影响尤

大⑨,以其为象征性的标志,略去各种复杂曲折的社会文化变迁细节不论,则可说由他率先揭出的“道
统论”发展至宋代一变而为系统化的“道学”思想,重建符合儒家“道统”的政治文化新秩序已然成为

士大夫群体的精神自觉.这其间有着极为清晰的儒学发展的内部理路线索可寻绎.其中,唐代作为

儒学复兴的肇端,可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时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

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而由唐至宋变动调整幅度巨

大,乃至有人以“唐宋变革时期”一词以概括,以为无论就广度或深度而言,均“堪与后来的清末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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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四部备要»本.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八«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四部备要»本.
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仲联点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阳明近溪语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中册,第８６２

８６３页.按柳宗元曾撰«曹溪大鉴禅师碑»,多有赞叹之辞,见«柳河东集»卷七“碑帖”.
普济撰,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七“龙潭信禅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中册,第７１页.
参阅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下卷释序,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７年,第１６页.
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钟联点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阳明近溪语要序»,中册,第８６３页.
宋儒朱熹便直接批评说:“李翱复性则是,云‘灭情以复性’则非,情如何可灭? 此乃释氏之说,于其中不自知,不知当时曾把

与韩退之看否?”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孟子九»,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２册,第１２３３页.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书»,第１６页.按“三教”之名,当始自隋唐初期,参阅任继愈:«唐宋以后的

三教合一思潮»,«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七«赠王介甫»有句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二

十二«奉酬永叔见赠»答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虽评价高低未必尽同,然均可见韩氏影响后世甚大.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２９６页.



的变动相匹敌”①.故儒佛交流互动作为时代潮流升降起伏的晴雨表,显然也会折射出长程历史变革

必然引发的思想文化转型的某些面相或特征.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当然即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或可将其譬喻为补充生命必需营养的“输

液”过程.近代以前,中国主要有两次“输液”:“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第一次‘输液’;明清之际

西方思想传入,是第二次‘输液’.􀆺􀆺有这样几次‘输液’的过程,中国文化才得以葆持其青春.”②也

就是说,外来思想传入古代中国引发对话交流,就其规模较大者而言,主要有魏晋以来佛学的兴起及

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的传播这两次③,它们均是强化而非削弱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多元性.其中最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未丧失其自身的学术文化思想个性,反而极大地

丰富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学理内涵,甚至儒家一贯强调的刚强健动的主体自由精神,也由于外来文化

因子的不断刺激而空前高涨,从而使得肯定而非否定现实世界秩序建构之重要性的取向,始终都是

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这当然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迹,明显折射出广大和平中正的中国文

化所必有的开放性、容摄性特征.从宏观的视域看,韩愈、李翱诸人固然一方面激烈抨击释教,以儒

家卫道者自居,难免自固封畛之嫌,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出入于佛教,多交禅僧朋友,吸收了大量佛教

思想资源.这说明儒、佛两家在知识权力与正统地位上的争夺尽管十分激烈,但最终仍由扞格矛盾

转为会通交融,成为北宋理学之滥觞,此既显示出思想史的诡谲与复杂,亦构成了多元化的学术生态

格局.而三教之间的长期互动互鉴关系,更造就了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变迁面相,以致我们不能不

说“唐宋以来,一千多年间的文化总体结构都与三教有关”④.而中国人之精神生命世界,殆绝少不为

佛教思想所浸渍,尤其宋明诸大儒为建构自身理论体系,往往不能不对其多有采撷吸收.故欲了解

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发展变迁趋势,首先必须摸清三教消长变化的政治文化生态分布格局.

二、北宋理学建构的佛教触媒因素

与唐以前通佛学者多为义学不同,宋人通佛学者则主要为禅学.谈禅成为宋人的一种社会风

气,以致在儒家士子聚会亦时有发生⑤.北宋诸大儒上接唐人统绪而多有创造性发明,亦有赖于佛教

思想资源的旁助⑥.不同之处是,唐人之说甚粗,宋人之说则颇精.更直截地说,“北宋诸儒实已为自

汉以下儒统中的新儒,而北宋理学则尤当目为新儒中之新儒”.他们的目的主要是“针对释老而求发

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⑦,因而能系统发扬孔孟学说的内在义理,别开儒学崭新的思想天地.
其中较值得注意者如周敦颐(１０１７ １０７３),尝有“穷禅客”之称,曾师事鹤林寺僧寿涯,又从东林

常聪总禅师习静坐⑧.据«鹤林寺志»所载:“宋寿涯禅师,与胡武平(宿)、周茂叔交善.茂叔尤依寿

涯,读书寺中,每师事之,尽得其传焉.其后二程之学本于茂叔,皆渊源于寿涯云.”⑨虽不免过甚其

辞,然可见相互过从甚密.而«性学指要»谓周氏“初与东林总(聪)游,久之无所入.总(聪)教之静

坐,月余,忽有得,以诗呈曰:‘书堂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自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睛

５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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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龚颖、赵士林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５页.
季羡林:«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中国文化»１９９４年第９期.
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的具体情况,可参阅[德]弥维礼:«利玛窦在认识中国诸宗教方面之作为»,«中国文化»１９９０

年第３期.
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二上”:“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

救!”可证士大聚会谈禅,已成社风文化风气.见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３页.
佛教发展由唐折转入宋,尽管之前尚有天台、唯识、华严、律、净土等宗派的涌现,但大多逐渐式微,惟禅宗一枝独秀,骎骎兴

盛,流布天下.故本文言两唐以来佛教,则多指禅宗.盖其时禅与儒交涉最为频繁,然时人仍多统称其为释氏.
两处引语见钱穆:«朱子学提纲»,«朱子新学案»上册,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１４页.
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陈金全、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册,第５１４页.
明贤:«鹤林寺志􀅰高僧»,«中国佛寺史志会刊»第１辑第４３册,台北:明文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７８页.



头.’聪肯之,即与结青松社.”①可见他后来之所以强调“无欲主静”,一生学问都以主静为宗,甚至认

为“定之以中正而主静”②乃是证入形上道体、可为世间“立人极”的重要方法,固然离不开自己的体认

工夫,且有儒家的渊源脉络可以考述,但禅门超越智慧的启迪、山林风气的熏染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故晚明钱谦益认为他与后来晚出的朱熹,均为“击于禅人而有悟”者③.言似略显夸张,却并非毫无

道理.
周敦颐一生学问精粹,均见于«太极图说»、«通书».«太极图说»固然主要取鉴道家人物陈抟的

«无极图»,但也参照了释门禅僧的«阿黎耶识图»④.而“«起信论»‘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名为阿赖耶

识’,与«大极图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义相合”⑤.«太极图说»中的宇宙生成论、万物

化生论,则与宗密«原人论»的理论构造模式极为相似⑥,但更强调宇宙人生生化不已的刚健大道,显
然可视为北宋重新发明儒家圣学的肇端.

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均师从周敦颐,即王夫子所谓“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者,程子之

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⑦.儒学声势得二程而日益壮大,学者多推尊为道学(理学)的创始

人.但他们出入释老而返归儒家正学的经历,反映了其思想学说来源之广泛.其中,影响后世甚大

的程颢(１０３２ １０８５),便曾“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遂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
而下,未有臻斯理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

序.”⑧他的«定性书»云:“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

大公,物来而顺应.”⑨梁启超即举«六祖坛经»弘忍传法慧能公案为例,以为“程子讲‘物来顺应’,禅宗

讲‘心如明境’,这不是一鼻孔出气吗?”􀃊􀁉􀁒程子又强调:“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

认取,更不可外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

理,即性命亦可了”􀃊􀁉􀁓.此显然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心性论而有所发挥,体现了证量功夫的高明广大,但
也不能说与禅宗的挑激影响毫无关涉,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三教合一的时代发展新趋势􀃊􀁉􀁔.

同为理学家的程颢之弟程颐(１０３２ １０８５),也有长期禅坐的工夫􀃊􀁉􀁕,时以禅门传道印心法门接引

来学者.后人因此以为:“大抵程门诸弟,高者俱从禅学中来”􀃊􀁉􀁖;“昔贤出入老、释,未尝讳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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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第１册,第５１４页.
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５ ６页.按周氏«通书􀅰圣学第二十»又云:“圣可学乎? 曰:可.曰:有要

乎? 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
敦颐集»,第２９ ３０页)“无欲主静”一方面要证入形上本体,返本归“一”;另一方面也要依体起用,为人类社会建立“人极”.而证入

形上本体的方法,儒佛两家显然可以互通,不必强立门户,妄分封畛.
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仲联点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阳明近溪语要序»,中册,第８６３页.
参阅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１３页.
马一浮:«语录编􀅰儒佛篇»,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５０页.
参阅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０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１２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页.按刘元

卿«诸儒学案»卷一«濂溪周先生要语»称:“程公二子皆倡鸣道学,以继孔孟不传之统,世所谓‘二程先生’者,盖自(濂溪)先生发之

也.”(见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２８页)可一并参阅.
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６３８页;又见脱脱等撰:

«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３６册,第１２７１６ １２７１７页.
程颢:«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４６０页.
梁启超:«儒家哲学»第六章«儒家哲学的重要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６页;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

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４３７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二上,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１５页.
参阅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８２ ７８３页.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传闻杂记»载:“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 日既晚,

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４２９页)可见,程氏长期禅坐习静,并有了宗教性的神通体验.
聂豹撰,吴可为编次整理:«聂豹集»卷十«答戴伯山»,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６页.
马一浮:«语录编􀅰儒佛篇»,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０５２页.



惟程颢尝讥佛氏“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同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
不可以入尧舜之道”①.他们都强调“静一诚敬”之功的重要性,显然仍与释氏有所区别②.而依据马

一浮先生的看法,其所批评的对象,实不过是“小乘之言用以接引下根,故希求福报.朱子«感兴»诗
所谓‘西方论缘业,卑卑喻群愚’,此本亦佛所呵斥.若大乘,如«华严»所言,‘行布’即是‘体主别异’,
‘圆融’即是‘乐主和同’,‘文殊表智’即是‘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普贤表行’即是‘惟几也,故能

成天下之务’.彼此印证,固无往而不合也.”他认为儒、释之间,相较其同而非一味别其异,真正“于
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也是一种“返之于«六经»”的方法.遗憾的是“儒家唯是圆实,理绝偏小,故
无小乘权宗之说,在佛教唯大乘圆教可相应”③.儒家是否有必要开出类似于小乘一类的权说,似值

得进一步讨论,但不可轻易将大乘圆教与小乘权说错置误读,则自是不易之论.儒家的根本精神不

在独善其身而在兼济天下,极端鄙夷所谓小乘学说;而在中国佛教内部,褒大(乘)贬小(乘)从来都是

中国化佛教的严正判教立场.例如,晚明天台宗大师传灯(１５５４ １６２８)就不满韩愈的性三品说,认
为他“离性为三,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不知夫子之言,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

下愚不移者,论才也,非性也.然亦不独愈之言也,即天下举古今之人,言性皆杂乎方以言之,是以纷

纷而不能一也.韩愈之说又不独此也,甚至于离性以为情,而合才以为性,离性以为情,则饥寒之患,
牝牡之欲皆情也,非性也.情而非性,则必以泊然而无为者为性矣.韩愈以辟佛老为己任,至于言性

又不觉不知流入于吾不乘说中,是故其论终莫能通”④.此足证儒与佛之所以能够互融互通,主要仍

在大乘而非小乘之说.双方都出于淑世救人的根本精神诉求,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明显与小乘

有所区别.至于马先生谈到的«华严»,程颐与其门人亦有一段相关对话:

　　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
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
又问:“未知所以破他处?”曰:“亦未得道他不是.”⑤

“万理归于一理”云云,程颐又概括为“理一分殊”:“«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未分.分殊

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

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⑥可见“理一分殊”既是宇宙天地法则,当然便可以具化为世俗伦理原

则.以后持类似看法者,多见于儒家学者.如朱熹就接着程颐的话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濂溪«通书»只是说这一事.”⑦检读更早的周敦颐

的«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他已明确提到:“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朱子据此

发挥说:“言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体统是一太极,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极,所谓‘万一各正’,犹言

‘各正性命’也.”“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

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⑧“一”之本义显然即本体即整体即根源,当然可以涵盖或化

现为“多”(万),而可说“一”即为“多”(万),“多”(万)即为“一”.一方面,一法遍含一切法,站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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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引程颢语,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６３８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条载:“(王)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

远,其合犹符节也.’上(神宗)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
‘诚如此.’”余英时据此认为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对佛教的态度是完全开放的,二程辟佛的一部分原因实乃针对王安石而非佛

教本身,颇值得参看,而注意其中的分疏.见氏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册,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

５０ ６４页.
以上几处引文均见马一浮:«语录编􀅰儒佛篇»,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０５２页.
传灯:«性善恶论»卷一,福建莆田广化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内部打印本.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１９５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６０９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第１册,第３９７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第３册,第２１６４、２１６５页.按«华严经􀅰十地品»云:“譬如日月住虚空,一切水

中皆现影.”(«大方广佛华经»第２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７７页)



的立场上看,不能不说是万物终归一太极;另一方面,一切法为一法摄,以“多”的方法观,则又不能不

说万物各具一太极.足证朱熹实借用了佛教颇有哲理义涵的“月映万川”妙喻①,以发明由周氏肇其

端,程颐所明确拈出的“理一分殊”之说②.由此可见,不仅程颐曾认真研读过«华严经»,即周敦颐亦

颇受«华严经»影响,而尤以朱子发挥最多.他们都熟悉华严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思

想,了解其“一”与“多”互摄互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一套理论体系,深知宇宙乃是一个万事万物

拥有自身内在价值而又相互联系的整体③.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由程颐首先揭出的“理一分殊”说,经杨时(龟山)、李侗

(延平)、朱熹等人的发挥,越到后来就越具有形而上和宇宙论的涵义.此一学说主要得益于«华严

经»“揭两端之教”、“合于一贯之旨”的方法④,更受到了理事无碍法界玄旨的感染⑤,既绵延了先秦儒

家的核心思想和基本价值,彰显了儒家一贯固有的真精神,又依据佛教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拓展

了儒学致思的空间范围.这说明佛教的不少观点已为儒学所消化和吸收,儒与佛已缩小了相互之间

的义理差距或立论分歧.
北宋另一大儒张载(１０２０ １０７７),早年曾受范仲淹影响,反复研读«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

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⑥.可见其最终选择尽管为儒

家正学,但佛教思想资源的旁助作用同样不可轻忽.张载特别强调: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

未至知化,非真得也.有无虚实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

灭? 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 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
浮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 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

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 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
大学当先知天德,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谓之

悟道可乎? 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其俗达之

天下,致善恶、智愚、男女、臧获,人人着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宗尚

之言,遂冥然被其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己谓不必求其迹;
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

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古诐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

年.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⑦

由上可见,张载主要是不满意佛教的“寂灭”或“无生”,即不再“受生”而跳出生死轮回,遂不能不

以生命存在为一大虚妄,乃至绝灭活泼创造生机以求顽空之说,才力求分判儒、佛之别.他认为,必
须回归儒家圣人之道,既重天也重人,视天与人均为“道”的流行发用的场域.这样,虽人伦日用亦不

能不为天理之当然,故必穷理尽性然后可以至命,缺少了“下学”便谈不上“上达”,生命存在一日便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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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云:“阳郑问:‘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 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第３
册,第２１６４页)按“理性命”云云,乃指周敦颐«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６０９页.按上引周敦颐«通书»“一实万

分,万一各正”之说,朱熹以为“便是理一分殊处”.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第３册,第２１６４页.
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也可说是互摄性原则、旁通性原则,即华严宗所展示的无碍自在而又圆融无尽的境地.参阅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１年,第４６７页.
马一浮:«语录编􀅰儒佛篇»,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０５０页.
参阅刘述先:«理一分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 ２页.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３８１页.
张载:«正蒙􀅰乾称篇十七»,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９１６ ９２１页.



一日之伦理责任①,否则便是乖离儒家经世情怀的有体无用之学.此足证与其他理学人物一样,张载

虽受释、老影响而仍排斥释、老,排斥的焦点即在于释、老过分地崇无黜有,而有违儒家天人一体、有
无一致的即超越即存在的人间情怀.而他一生“志道精思,未尝须臾息”,“学者有问,多告以知体成

性,变化气质之道”.“关中学者之多,与洛人并”②,显然也与他的影响有关.宜乎程颐称他的“«西
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③.王夫之也认为他“上承孔孟

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④.他“在学术界,开辟力极

大􀆺􀆺主张气一元论,由虚空即气的作用,解释宇宙的本体及现象”⑤.但正如朱熹«横渠先生画像

赞»所说“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⑥,张载显然也是先从佛教思想阵营中冲杀出来,
然后才一本儒家立场建构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三、南宋思想世界的儒佛对话

南宋朱熹(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乃伊洛学统的发扬光大者,也是集理学之大成的一代历史人物,主要的

学术工作是以心、性、理、气、太极等为基本架构,试图为宇宙万物,当然也包括心性本体,作出合理周

延的解释,建立了一个颇有综合性特征的理学体系.今人以为他之“在中国,犹西洋之 Thomas
Aquina,其功至不可没”⑦,自孔、孟之后,鲜少有出其右者,不啻为“吾国学术史中古唯一伟人”,“迄今

愈七百年,著作议论涉及朱子者何限”⑧.易言之,有宋一代学术文章之所以灿然可观,当与朱子承上

启下之功大有关系.而自元以迄晚近七百年,若论对士人群体影响之大,实也可以称他为孔、孟以后

的第一人⑨.
朱熹的学问进路,主要强调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从而发展出一个心、性、情三分的理论格

局,倡导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形上之学.其于“北宋理学,不仅汇通周、张、二程诸家,使之会归合一,
又扩大其范围,并及于邵雍尧夫、司马光君实两人,又特作六先生画像赞,以邵康节涑水与周、张、二
程并举齐尊”􀃊􀁉􀁒.然朱子的世界尽管是以儒学为中心,其基本身份亦不能不是士大夫􀃊􀁉􀁓,却未必就没

有受到佛教的影响.尤其是朱熹早年一度热衷于佛学,自谓“某年十五六时,亦常留心于此”;“某旧

时亦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
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或许因为他“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

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

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可见,朱子浸淫佛学义理之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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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象山称:“下学上达,即是喻义喻利.”(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第４３５页)可见,从儒家视域看,
下学上达的工夫,必然一端联系着形上道体的证入,一端连接着社会伦理责任的承担,二者缺一不可.

刘元卿:«诸儒学案»卷二«横渠张先生要语»,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下册,第７７３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６０９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全书»第１２册,第１１页.
梁启超:«儒家哲学»第五章«二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下)»,第７１页.
朱熹:«六先生画像赞􀅰横渠先生»,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００３页.
«吴宓日记»“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４日”条录陈寅恪语,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１１页.按ThomasAquina,原书注:“阿奎

那(１２２５ １２７４),意大利神学家.”
钱穆:«朱子新学案»上册,第３页.
参阅刘述先:«对全球在地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景海峰主编:«儒学的当代发展与未来前瞻»,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１３页.
钱穆:«朱子学提纲»,«朱子新学案»上册,第１８页.
参阅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上册,第３ ５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朱子一»,第４册,第２３５８页.
朱熹:«答江元适»,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７００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朱子一»,第４册,第２３５７页.



与其师徒授受渊源关系密契.无怪乎他早年赴进士考,行箧中唯一所带之书,竟是一本临济宗禅僧

大慧(１０８９ １１６３)的著述———«大慧语录»①.兹说之可靠性虽有待深考,但多少能反映出他对佛教

的倾心向慕②.尤宜注意者,则是他的«久雨斋居颂经»诗:

　　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
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
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
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③

后人据此认为:“彼其所得,固已超然于语言文字,亦岂落宗门之后.”以此推之,则可说“五花开后,狂
禅澜倒,扫末流之尘迹,修儒行为箴砭,閟现之间,亦有时节因缘在焉.其微权固未可以语人”④.朱

子学问得力佛教颇多,尚可举下面一段对答为例:

　　或问:“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朱子)曰:“一个一般道理,只是一个道理.恰如天

上下雨,大窝窟便有大窝窟水,小窝窟便有小窝窟水,木上便有木上水,草上便有草上水.随处

各别,只是一般.”⑤

朱熹所要阐明的,依然是前述“理一分殊”的道理.但如同“月映万川”之说直接受益于华严一样,他
的上述说法则渊源于天台思想.试看«妙法莲华经􀅰药草喻品»的原文:

　　如来观知一切诸法之所归趣,亦知一切众生深心所行.通达无碍.又于诸法究尽明了.示

诸众生一切智慧.謦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卉木丛林及诸药草,种类若干,名色

各异.密云弥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澍,其泽普洽.卉木丛林及诸药草,小根小茎,小枝

小叶,中根中茎,中枝中叶,大根大茎.大枝大叶,诸树大小,随上中下各有所受.一云所雨.称

其种性而得生长,华果敷实.虽一地所生,一雨所润,而诸草木各有差别.⑥

一雨普润一切草木,草木则各因其根器的差别,而有大小不同的受益.«法华经»以此巧妙譬喻佛陀

出世,以一音遍布三千大千国土,说一相一味之法,而众生则因其根器利钝,受用亦各有或大或小的

区分.朱熹的说法主要突出“理一分殊”即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强调抽象普遍的“理一”必须落实在具

体个别的“分殊”之中,具体个别的“分殊”必然会受到抽象普遍的“理一”的贞定,即使世俗世间的伦

理义务或人生责任,也必须受到普遍抽象与特殊个别的双重规约,才有利于人类道德生活及修养工

夫即存在即超越的步步展开和落实.其设譬取喻的方法,明显地是因袭天台尊奉的经典———«法华

经»,诚乃善用他人之优长以畅己之言说者也.
朱子既然因袭天台立宗经典«法华经»,则必然熟悉天台宗学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层层累

积并有新的发展,消化工作乃是长期的、艰苦的,天台圆教则代表了最后的消化⑦,而以朱子学问思想

的博学宏达,显然不可能不对其义理系统有所了解和把握.考乾道九年(１１７３)至淳熙十年(１１８３),
他曾两次入台州天台县界,并两度主管当地崇道观(后改桐柏宫),讲学授徒,访贤交友,踪迹遍及当

地山山水水,一时从游者甚众,均为地方名流,有大量自撰诗文可供佐证⑧.崇道观位于天台桐柏山,
与天台国清寺(初名天台寺)相距不远.天台山历来有“东土灵山”之誉,国清寺亦被世人尊为天台祖

庭.盖智觊大师(５３９ ５９７)曾在此宣讲«法华经»,大得法华三昧.历代天台祖师均以«法华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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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时恩所辑«居士分灯录»卷下云:“(朱熹)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谈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著.年十八,从刘

屏山游,山意其留心举业,搜之箧中,惟«大慧语录»一帙而已.”
参阅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０页.
朱熹:«久雨斋居颂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０册,第２３１页.
以上两处引文均见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仲联点校:«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阳明近溪语要序»,中册,第８６３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第１册,第３５７页.标点略有补改.
«妙法莲华经»卷三«药草喻品第五»,见张新民:«法华经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８９、５１ ５２页.
参阅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序,«牟宗三全集»第３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３ ５页.
严振非:«朱熹与台州»,«东南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宗,遂成一大中国化之佛教宗派.尤其是智觊所撰之«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多种著

述,均能发明诸法实相,即«法华经»所谓“十如是”般若实相之说,实为后人研究天台创宗立派哲学思

想不可或缺之书.北宋以后“天台与云门旗鼓相当,工力悉敌,复有士大夫周旋其间,故特形其盛”①.
朱子既有台州生活之经历,以他过人之博学广闻,必曾深入其学之堂奥,当断无疑义.更明白地说,
他明显一度受过天台宗影响,不仅精研过«法华经»,读过智凯«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
诸书,深受其“法一”与“分殊”之说的浸染,而且更改头换面,巧用其譬喻来阐述儒家“理一分珠”的道

理②,将佛教经典内容转化植入了儒家的新语境.只是他不经意中仍露出了马脚,未能完全抹去剿袭

的痕迹.陈寅恪先生曾明确指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③,信非虚言.朱子好批评其他儒

者的学问多有禅学夹杂,但他自己的思想何尝不同样渗入了大量的佛教文化因子! 宋代天台、华严、
禅宗三家,虽整体看均承晚唐五代衰微而再次复兴,但亦因其自身的“入世转向”而早已完全中国化,
其中禅宗声势骎骎乎如日中天,显然已非其他诸家所能匹敌,但同样也出现了盛极之后难以为继的

历史性困局.朱子则不仅精通禅宗,对天台、华严两家亦颇为稔熟.无论“宗”或“教”的典籍文献,他
均有广泛的涉猎或研读,同时又善于将其转化为自身以“天理”为中心范畴的理论建构资源,趁势巩

固或强化了儒家在超越世界的思想主导地位和传道发言权.
朱子之所以由佛教折入儒学,如分析其主要原因,则为受到持守儒家立场的延平李侗的接引.

这一点似乎也有朱子自己的话可供佐证:“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延平)先生极言其不是,后
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④

可见他是先进入禅学阵营之门,然后才返归儒家正学,一如陈涉之揭竿易帜,不能不说是真能入室操

戈者⑤.故其学虽与禅大有区别,但未必就全然迥异.“禅宗不与人说道理,直下要人截断情尘意识,
或以一句无义味语塞却人之思路,其方法实是险迫,然学者遭其偪勒,无伎俩可施,忽然转身过来,直
是廓落自在,非遇上根,决不能受此钳锤,中根之人全不得力,且有因此而发狂者,故儒家不用也.朱

子深明此事,料简禅病,分明不差.不知此中甘苦者,自不能不疑其言.”⑥朱子尽管“以父执事延平”,
后即有了由禅而儒的巨大思想转向,但我们对此仍不能轻下“决裂”或“斩断”的武断性结论.

朱子深知禅学利弊,在工夫论上必然有取有舍,故从禅学角度看,其相同或相似之处亦不胜枚

举.但从大根大本处看,朱子之学仍为儒而非禅.诚如清人恽敬(１７５７ １８１７)所说:

　　尝观禅有近于朱子“理在气先”之说者,如鲁祖“茶盏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知在

行先”之说者,如仰山“行履在何处”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论“性”与“气”者,如赵州“有业识无

佛性”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论“体”与“用”者,如沩山“有身无用、有用无身”之言是也.此皆

议论之时,枝叶波流,偶然相及,非为学之本源,故虽甚近,不可据此谓同于朱子.􀆺􀆺朱子之

学,其矩度绳尺,与圣人之教皆一辙焉,惟兢兢然,孑孑然,自拔于禅,宁言之实而不敢高,宁言之

纡而不敢径,宁言之执而不敢通,遂有与圣人不相似者.敬尝谓朱子本出于禅而非禅,力求乎圣

而未尽乎圣,盖此故也⑦.
宋明儒学回应佛教的挑战,重建自身的形上世界,争夺终极性超越精神方面的发言权,虽有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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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１５页.
据赵师复«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答问跋»,朱熹初悟儒家“理一分殊”之旨,乃在早年从延平李侗问学之时:“延平之言曰:‘吾

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３
册,第３５４页.

«吴宓日记»“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４日”条录陈寅恪语,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１０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朱子一»,第４册,第２３５８页.
赵师复«延平答问跋»云:“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可证朱子确有一由禅而儒

的思想变化发展过程,其中的关捩转折则为从延平执礼问学,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３册,第３５４页.
马一浮:«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三«示语三»,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６３９页.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一«姚江学案书后二»,«四部丛刊»本.



分相互之间的畛域,但毕竟同样涉及身心性命,面对共同的生存世界,关心浑然一体的形上大道,遂
不能不有相似或重合之处,当然也就不能遽断其为禅.但这并非就意味着要否定佛教的影响,也不

能说禅就毫无正面的思想支援作用.所谓“本出于禅而非禅,力求乎圣而未尽乎圣”,当是颇为公允

的持平之论.而纵观朱子一生学问,则可说是“理学中之最细密者,所谓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心之

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以«宋元学案»谓先生之学,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也.由此则所

以朱子之学后人谓之迂阔,后人病其支离也,是岂朱子之迂阔支离耶,殆未之深察可厥申其说”①.
与其他儒者一样,朱子后来之所以对佛教多有批评,主要的原因仍在于佛教的“自私”②.不妨再

举一段他与学生的对答:

　　问:“明德而不能推之新民,可谓自私?”(朱子)曰:“德既明,自然是能新民,然有一种人不能

如此,此便是释、老之学.”③

在朱子看来,“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这一差别本质上也可将前者归结为“自私”,因为

“只从此一差,方有公、私、义、利之别”④.尽管他的批评不无道理,甚至直接指出了佛教的根本不足,
但严格说佛教仍有“了义、不了义之辨.大凡儒家所斥,皆是不了义教,若了义教所示,一真法界无一

法非真,此与万理俱实又何异? 􀆺􀆺真不昧,便是万理皆实,法法皆真”⑤.可见他固然以格物穷理为

根本,一生精力均用于弘扬儒家正学,但即使强调心的虚灵明觉及其全本大用,也示明必须扩充德性

生命本来固有之理,目的在于将心性本体之理与宇宙天地之理合为一体,从而开出人类社会生活不

可或缺的道德实践活动⑥.与后来的阳明一样,尽管朱子的整个思想世界及其方法路径完全是儒家

的,却未必就没有禅宗的影响,甚至儒与释之交涉融突亦可透过他一生心路历程而窥知.简单地概

括,则可说他一方面大量吸收了佛教思想资源以重建儒家下学上达的哲学体系,反映了援佛入儒的

时代发展新潮流,一方面又严格区分儒、佛之间的疆界或畛域,极力将已为佛教垄断的思想权力资源

转化为儒家学术阵营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与朱子同时的陆象山(１１３９ １１９３),历来有人疑其学近禅或根本就是释氏之学⑦.原因是其学

以事心为主,能够“直趋本根”⑧,而讥朱子之学为支离,强调“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
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为不正.有可以行迹观者,有不可以行迹观者.必以行迹观人,则不足

以知人.必以行迹绳人,则不足以救人”⑨.其为学目的则在于透过心性论凸显人的主体精神,故尤

其强调“发明本心”,遂与佛教心性论多有相似之处,而最接近禅宗的“明心见性”说.而他同时又主

张以简易的“格心”方法,取代朱子较为支离的“格物”手段,且与程朱一系多关注天道观笼罩下的人

生社会的出路问题明显不同,而成为儒学内部异于朱熹理学的另一套形上理论体系.故宋代儒学自

象山出,遂形成二水分流的两派,即通常所谓心学与理学两大阵营.如果说道学兴盛于两宋,朱子乃

其学之集大成者,虽受佛教影响而又极力辟佛,或可称其学为“道化之儒学”,那么象山则为心学之开

创者,释氏濡染其思想既深且巨,宗教态度亦相对开放包容,则似可称其人为“佛化之儒家,以禅论道

之领袖”,“乃理学之禅者”􀃊􀁉􀁒.但朱子多论“性”,象山则少谈“性”,故梁启超曾比较二人,认为“九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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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喜谈玄,平常人说陆派谈玄,近于狂禅,这个话很冤枉.其实朱派才谈玄,才近于禅”①.“性”关
涉形上超越之本体世界,先秦原始儒家甚少系统讨论,宋人受佛教挑激遂不能不有所回应,梁氏以此

作为是否“近禅”的判断标准,显然不无道理.梁氏又说:

　　朱陆两家都受禅宗影响.朱子释“明明德”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

理而应万事者也.”所谓虚灵不昧,以应万事,即明镜拂拭之说.陆子称“圣贤之学,心学而已”,
又即禅宗“即心是佛”之说.据我看来,禅宗气味,陆子免不了,不过朱子更多.陆子尝说“心即

理”、“明本心”、“立其大者”,大部分还是祖述孟子“求其本心”、“放其良心”的话.所以说孟子与

孔子相近,象山是孟子嫡传.象山不谈玄,讲实行,没有多少哲学上的根据.②

所谓“明镜拂拭之说”,典出«六祖坛经»,即禅宗五祖弘忍门下神秀之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

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③而“没有多少哲学上的根据”云云,则是与朱子特别是晚出的王阳明

比较得出的结论.如果衡以先秦孔、孟的生命智慧,则象山及后来的阳明,似较诸程、朱一系,更具有

实践化的价值诉求,亦更多地与先秦儒家有相合契应之处.他们的精神灵魂或价值立场,尽管与程、
朱一系存在着差异,但从儒、释、道三家的整体文化生态格局来看,则显然都仍是儒家而非佛教的.

从佛教的整体历史发展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般若学”到“涅槃学”学术发展路径的历史性转

向,实即从本体论折入心性论,从而不断扩大或深化其思想体证或言说范围的过程,最终则产生了以

“明心见性”为根本旨趣的完全中国化的禅宗.佛教不断中国化的长足发展过程,显然也折射出中国

思想世界变迁的某些精神诉求.宋儒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托命人,或多或少亦会受到禅宗思想的濡

染,最具典范意义者即为象山融会儒释而自成一家之言的做法.不妨试看象山与朱季绎的一段对

话,从中可看出他对佛学的认同态度与价值立场:

　　朱(季绎)云:“近日异端邪说害道,使人不知本.”(象山)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禅家之

学,人皆以为不可无者,又以谓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
又害了吾友甚底来? 自不知己之害,又焉知人之害? 包显道常云:‘人皆谓禅是不可无者.’今吾

友又云‘害道’,两个却好缚做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这闲言语.”④

具见象山以为真正害道者,乃在自己的染污执著,亦即所谓的“闲言语”,当然也可说成是变相表

现出来的“利己之心”,或必须对治刊落的“习气”.而禅之高明恰在能应病予药,当下破除人的执著,
直指本心本性以证入形上道体,当然也就是人皆“不可无者”.象山之学,“少而慕古,长欲穷源,不与

世俗背驰而非,必将与圣贤同归而止”⑤,遂能以“尊德性”为学问宗旨,“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

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⑥.与后来晚出的王阳明一样,
象山在证道工夫进路上似更接近禅宗,同时也常以禅家机锋接引学人⑦,而大有别于朱子的“格物穷

理”说.特别是“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

的差异”⑧.言“性即理”显然更突出理的普遍性,言“心即理”当然更重视人的主体性.二者的确在工

夫进路上大有区别,故象山之学遂多招崇朱或述朱者讥诋,以致攻毁他为“狂禅”⑨.其实象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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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①,故最强调验之身心,切己受用,一生均未放弃儒家修己治人的道

德实践工夫,亦最能转化为活泼挺拔的人格风姿.而无论朱子或象山,纵观两宋学术渊源流变,均不

能不如明代大儒黄绾所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
庵则皆由于下乘.”②也就是说,他们的借鉴程度无论是深是浅,态度为否定性地吸收或批判性地肯

定,均免不了与禅宗有所交涉,而多方面地受其影响③.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假若不经过佛教思想

精神的洗礼,便难以有宋代儒家哲学体系的重建.佛教固然高明超拔,儒家也卓荦高迈,而经过长久

的历史性的融突磨合之后,两家在“向上一著”上已显得愈来愈接近.

四、儒佛合流的历史发展趋势

唐代佛教之所以得以繁荣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士夫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力量参与其中④.
而佛教与儒学由唐入宋长期融突磨合的过程,显然即是宋代新儒家哲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过程.此

一过程不仅催生了诸如廉、洛、关、闽一类的一流大哲,而且最终完成了儒学义理化和系统化的工作.
或许陈寅恪先生的表述,概括得最为精当:

　　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 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

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戒)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

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
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见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覆夏也.乃求得而两全

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

则吸取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

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

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

误也.⑤

由此可见,佛教对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缺少了佛教在义理层面上的微妙而深

刻的挑激,便很难设想宋儒能建构起如此系统深邃的哲学思想世界,也难以设想能产生自先秦以来

如此罕见的最具有生机活力的第二期儒学复兴发展运动.清儒戴东原曾有言云: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

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而溺其中,既而触于儒

书,乐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书以谈老释者.对同己则共证心宗,对异己则寄托其说于«六经»、
孔孟,曰:“吾所得者圣人之微言奥义.”而交错旁午,屡变益工,浑然无罅漏.⑥

儒家自先秦以来的发展,宋代显然是一大分水岭.而佛教挑激旁助之功,迹亦至显至著.无怪

乎陈寅恪先生要特别借用佛教经典“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之说⑦,强调“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

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⑧.质言

之,宋代实乃儒家承上启下的一大枢纽,宋儒一方面吸收了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心性论思想,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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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全面完整的道德形上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发挥了自身传统固有的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始终未

尝改变修己治人的经世性格.既可概括其为“内圣外王”之学,亦不妨许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评

语.佛教心性论与政治学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在儒学看来恰好可以高度整合或统一.而宋代以后儒

家内部尽管派别纷争不断,且始终难以折衷调和以归一是,然仍“以祖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

言,为圣贤授受一贯之心学,阐明仁义之说,演绎心性之际,为远承先圣之道统.与历来儒者唯知讲

经注疏之因袭风气,大相径庭.其中思想之嬗变,学说之创获,深其蛛丝马迹,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而其启后世道统之争,门户之战者,当非其初心所及者也.”①儒、道、释三家鼎立之文化生态格局,遂
于焉而得以兴起和成立.而三家之中,儒实已上升为主体;释道两家,则逐渐退居为辅助.故“自晋

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
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②.

与儒学经过外来佛教的浸染而得以迅速发展同步,佛教顺应新的文化生存环境而不断儒化也成

为一种历史趋势③.二者相摩相荡,互摄互涵,遂“变老、释之貌为孔、孟、程、朱之貌”④,当然就不能

不勾通交融,形成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倘若着眼于中国整体长程历史,则可说自魏晋以来,“玄学

弊在蹈虚,义学救之,剖析入微,而完全落于语言文字.禅学出而空之,扫荡一切,而鲁莽承当者误认

人欲为天理,弊病更大.于是理学出,一切都是实理,诚识禅学之病也.惟禅学之为人铲除己见,干
干净净,儒家视之,终觉有逊色耳”⑤.而禅宗一方面借助儒家学说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内容,一方面又

反过来发挥了推动儒学更新发展的作用.其中最宜注意者,即“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渐染儒

生之习,诠释内典,袭用儒家正义义疏之体裁.􀆺􀆺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

繁琐章句之学,摧陷廓清,发聋振聩,固吾国佛教史上一大事”⑥.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当然即

意味着从经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本质上也是人的觉悟的一种方法,不能不称其为佛教史上革命式

的转型⑦.而韩愈受新禅宗的启发,遂不满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注经之方法,而一扫章句之繁琐,开
“«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学风⑧.故延至两宋,“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

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⑨.其他如北宋“胡瑗之于«易»与«洪范»,孙复之于«春秋»,李
覯之于«周官»,此等皆元气磅礴,务大体,发新义,不规规于训诂章句,不得复以经儒经生目之”􀃊􀁉􀁒.治

经规模显然已与汉儒大不相同,均明显是上承韩愈之余绪而又大加发挥.当然,从其积极方面看,也
可说宋儒“为学重创获不以墨守传注为贤,务实践而亟以驰逞虚玄为戒”􀃊􀁉􀁓.但就消极方面言,则自此

以后,“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家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

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汉学与宋学的治经取向,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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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道并行而不相悖,圣学之传不必一人,门户之争可以休矣.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５１页.
早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即在汉译佛经的过程中,蕴含在儒家思想中的不少伦理观或价值观,便已通过译文,渗入了汉译

佛经文本之中,揭开了佛教儒化的历史性进程.参阅[日]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２
期;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戴震:«戴东原文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修订本)第６册,第３５７页.
马一浮:«语录编􀅰四学编»,丁敬涵校点:«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９５９页.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２期;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２４３ ２４４页.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３９ ２４８页.
韩愈:«寄卢仝诗»,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７８２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上册,第１页;参阅张新民:«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６１ ２７８页.
钱穆:«朱子学提纲»,«朱子新学案»上册,第９页.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四卷«十力语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９ １４０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上册,第１页.



这固然是受到内部学术典范转移发生学机制的牵引,但外部禅宗力量的挑激渗透作为一大历史原

因,显然也不可轻忽.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再补充一段黄百家的看法: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经传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

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规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

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公元之破暗也.①

百家(１６４３ １７０９)乃黄宗羲之子,在他生活的时代心学已开始式微.引文中提及的胡瑗(安定)、石
介(徂徕)诸人可暂不置论,但其称赞周敦颐“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显然绝无任何夸大溢美的私秘意

图.由汉儒“经传之学”一变而为“性道微言”之学,固然主要是由于周敦颐、二程、张载诸大儒的相继

崛起和阐发倡导,但未尝就不是吸收或消化了大乘佛教与禅宗心性论思想的结果.这一转变最终引

起了儒家思想世界的巨大调整,从而形成了与汉儒章句训诂大有区别的又一历史发展新阶段,称之

为“圣学”重新大昌固然颇有深意,视之为儒学的第二期复兴运动当也十分贴切.足证儒释两家在不

知不觉的震荡磨合的过程中,实早已形成了互馈互益的思想动态新格局,显示了自己颇有时代个性

特征的学术文化新形态,体现了自唐入宋中国固有传统变革调整的历史发展新形势.而禅宗在不断

儒化的同时,又用包裹了禅宗内容的儒家形式,发出辐射性的助缘作用,乃至开启了宋明儒包括治经

在内的学问途径的新取向.这是颇值得注意的人类文化和平交流融合的历史典范或文化现象.
佛教的儒家化发展过程并非肇端于宋代.早在陈、隋间,智觊初创天台宗时,便已注意争取儒家

士大夫的认可,即所谓“智者之为道也,广大悉备,为其徒者自尊信之,未足以信于人,惟名儒士夫信

而学焉,斯其道为可信也”②.而由智者以迄明智法师,天台宗的确也凝聚了一大批儒家士大夫学者,
不仅智者之道影响深远广大,即天台宗亦成为最早中国化且影响颇大的佛教宗派③.故稍后唐代华

严宗五祖宗密(７８０ ８４１)撰«原人论»,便明白指出:“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

外相资,共利群庶.”④三教设教的方法尽管存在差异,但惩恶劝善的目的论归宿则没有什么不同.而

北宋天台宗僧人知礼(９６０ １０２０)则承接隋唐以来历代祖师宗风,也强调“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
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此外宜览儒家文集,博究五经雅言,图于笔

削之间,不堕凡鄙之说”⑤.他们的看法无不表现出三教合一的认知新取向,反映了文化调整和发展

的新趋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禅宗六祖慧能(６３８ ７１３)以后,举凡禅门宗匠言心性,便多舍

“佛性”而径称“自性”、“本性”或“自心”、“本心”,特别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极大地凸显了绝对

的主体性及自证自悟工夫的重要,直下贞定人人均有通向圣域的本体善根⑥.按照韦政通先生的看

法,尽管其意识形态仍是佛教的,但已与孟子的性无不善说极为接近,因而也就与儒家没有原则性的

差别,从而成为中国人最能接受的宗教文化形态,以致唐代兴起的几大宗教均相继衰微,而禅宗独能

兴盛一时并传之久远⑦.
严格地说,理学固然为乘时救弊而出,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正统主脉,但尺短寸长,佛教未必就毫

无哲学义理上的长处,当然它一直是朝着中国化的发展方向转化.其中最突出者仍为禅宗的入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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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上»,第１册,第２８４页.
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十五«明智立法师法嗣»,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影印«四库存目丛书»本.并参阅陈垣:«中国佛教史

籍概论»,第１１５页.
明智名中立,乃北宗天台宗山家派的广智一派的传人,传法活动亦多得士大夫之认同,相关事迹可参阅黄夏年:«宋代栖心

的明智中立法师考»,«觉群􀅰学术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９７ ４０５页.
宗密:«原人论»,«大正藏»第４５册,第７０８页上.
知礼:«四明付门人矩法师书»,«大正藏»第４６册,第９０４页上至中.
参阅张新民:«“獦獠作佛”公案与东山禅法南传:读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札记»,«中华文史论丛»第８０辑(２００４年).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第５３２ ５３４、６５１页.



向,最早可见于唐代慧能的«无相颂»:“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①由唐入

宋,随着儒学的复兴与佛教的式微,为了减轻儒学对佛教批判所造成的压力,争取更多的社会认同资

源,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入世转向更为明显.世俗化实际上已经汇为一时代潮流,主动向儒学靠

拢遂成为多数僧人的策略性选择.“佛法不异世间法,世间法不异佛法”亦变为不证自明的共识,此
岸与彼岸的紧张或对抗暗中已消解殆尽.世俗世间的日常生活,根本就不与出世法的修行矛盾扞

格:“茶里饭里,喜时怒时,净处秽处,妻儿聚头处,与宾客相酬酢处,办公家职事处,了私门婚嫁处,都
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觉底时节.”②“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稍加延伸发展,当然可说一切世俗社会

生活,随处皆可显示真常妙道,更遑论以忠孝之心事君事父③! 故儒家忠孝爱国之仁心,亦时常见诸

禅门人物.譬如北宋契嵩(１００７ １０７２)禅师就认为儒家固然讲“孝”,但佛教未尝就不可以有类似的

主张,只是佛教的“孝”,“追父母于既往,则逮乎七世,为父母虑其未来,则逮乎更生,虽谲然骇世,而
在道然也”.以佛教的轮回多生说来看“孝”,则致“孝”的时空范围似较儒家更广大.故此,儒佛两家

在“孝”的问题上不仅没有冲突,反而正好可以相互补充.妥当的办法是“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

人之,以佛神之”④,才能真正做到相得益彰.这显然是立足于佛教立场的重新解读,暗中藏有应对儒

家士子悖离人伦常情一类批评的历史背景,但却也充分肯定了“孝”的世俗价值,反映了“明儒释之道

一贯”的基本文化立场⑤.
“孝”与“忠”均为儒家建构伦理世界的中心价值,认同儒教所倡的代表家庭伦理价值的“孝”,必

然就会将其蕴涵延伸到体现国家伦理价值的“忠”.即使两晋南北朝释、道两家占据了中国人思想信

仰世界的中心,儒教消歇低落至极为次要的边缘,“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

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⑥.故契嵩认同儒家

所提倡的“孝”的价值,并将其推廓至更广大的“三世”范围,绝非一时之偶然.南宋大慧宗杲禅师

(１０８９ １１６４)继起,则在“孝”的价值之外,进一步强调“忠”的价值的重要:“予虽学佛者,然忠君爱国

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无运往矣! 喜正恶邪之志,与生俱生.永嘉所谓假使铁轮顶

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予虽不敏,敢直信不疑!”⑦虽为一代宗匠,证量工夫非常人所能比拟,然亦不

忘世间关爱,时时流露人文悲情,始终认同儒家忠义爱国价值,力图调和世间法与出世法的矛盾,化
解儒家经世之学与佛教出世之学的冲突⑧.这也可说是不坏世间相而求实相,不仅圣凡不二、僧俗不

二,即儒佛亦可不二,世法与出世法亦当不二.两宋时期士大夫禅悦蔚成风气,原因固然是多方面

的,但也与佛教的儒学化与世俗化的转向有关,根本就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上的剧烈冲突和

困难.
当然,接受儒教思想以改造自身,朝着世俗化方向转型,力图将世间法与出世法打成一片的,绝

非仅限于禅宗一家.例如北宋天台山外派僧人智圆(９７６ １０２２),便自号“中庸子”,亦主动调和儒释

７１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敦煌本«坛经»第３６节,见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第７２页.按上引四句,其他通行本均改作:“佛法在世间,不离世

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上),«指月录»卷三十一.并参阅赖永海:«宋元时期儒佛交融思想探微»,«中华佛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

５期.
参阅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两处引文见契嵩:«孝论􀅰评孝»,«大正藏»第５２册,第６６１页中.
陈舜瑜:«镡津馆文集»卷首«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大正藏»第５２册,第６４８页中.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５１页.
蕴闻辑:«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示成机宜»,«大正藏»第４７册,第９１２页下.
马一浮认为:“出世之说,在佛家亦为权教说法,意在破人执著.«坛经»‘三十六对’,对执著者则说空,及其执著空无,则又

为之说有,总非究意了义.说到究竟了义,惟是一真法界,无世间可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也.世有视空寂为可畏,而引为佛家诟病

者,皆由不解之故.寂灭并无可怖,孔子所谓‘寂然不动’,«西铭»所谓‘殁吾宁也’,皆此境界.‘宁’字下得好.”«坛经»乃禅门极为重

要之经典,本自即为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而从究竟了义看,冲突只是相互格义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二者所异则不胜其所同,最终仍以

彼此融合为主流现象.见马一浮:«语录类编􀅰儒佛篇»,«马一浮集»第３册,第１０５２ １０５３页.



两家之说:“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

而行哉! 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 呜呼! 好儒以

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属中庸乎?”①而他之所以自号“中庸子”,则是因为儒家经典«中庸»不仅可以

与龙树的中道之义互诠互释②,即与大乘佛教教义相较也颇为接近相通.所以他又特别告诉人们:
“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
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 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 嘻! 儒乎

释乎,其共为表里乎! 故夷狄之邦,周礼之道不行者,亦不闻行释氏之道也.”③由此可见,他认为人间

秩序的建构固然离不开儒家,然佛教未必就不可以参与其中.“修身”与“治心”尽管可作一内一外的

分别,但毕竟可以统合为完整的一体,因而儒与释不仅“言异而理贯”,而且根本就“互为表里”,否则

就走入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有违“中庸”或“中道”的大义.这说明,无论是“禅”是“教”,由唐入宋,都
出现了明显的入世转向④,以致儒与释原先的深沟巨壑,也在不知不觉中遭到了调和式的解构.

进一步分析,则可说大乘佛教尽管在彻底中国化的过程中,已发生了明显的入世转向,即所谓

“三教者,本同而末异,其于训民治世,岂不共为表里”⑤,但佛教毕竟以出世法为根本究竟,世间法则

只有第二义的位置⑥.即使不断儒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方外”的色彩越来越淡薄,佛教却仍然以

既“契理”又“契机”的方式保持着自己的活泼生命创造力,基本精神仍与可视为其母体的印度佛教契

合一致⑦,而并未丧失自身宗教的个性和特征.如此一来,遂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多元学术生态和

谐相处格局.其中尤宜注意者,即“印度的般若智慧与中国人寻求解脱的愿望绝妙地给合在一起所

产生的禅”⑧,经过儒家思想长时间的洗礼,就世俗的价值立场而言,两方已极为接近,适足以说明“释
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

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之吸收改造之过程.
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⑨与儒家之

援佛入儒、假佛释儒一样,佛教也在援儒入佛,依儒说佛.二者“交错旁午,屡变益工,浑然无罅漏”,
显然已是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至于“禅师兼通儒学,以佛理说«中庸»«周易»及«老»«庄»之学者,著
述颇多.而佛学说理,采用名言,多有取于儒书,固皆参研启发互资证明.儒者参禅,一变而有性理

之学产生,实亦时会使然.”􀃊􀁉􀁒即便清代颇有排佛倾向的戴东原,亦不能不大加感慨:“在程朱先入于彼

(佛教),徒就彼之说转而之此(儒教),是以又可转而之彼􀆺􀆺我(儒教)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为彼

树之助.以此解经,而«六经»、孔孟之书,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为彼所依附.”􀃊􀁉􀁓其说虽不免门

户之见太深,却仍足以说明儒与佛的相互涵化已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只是儒家学者虽暗中多取

之用之,发为言辞则往往攻之辟之,依据相反相成的辨证大法,此亦未必无助于对方的发展.也就是

说,“士夫赞之固能致其光大,士夫毁之亦能致其光也,特患人置之不论不议之条耳”􀃊􀁉􀁔.从此以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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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圆:«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传»,«续藏经»第５６册,第８９４页上至中.
龙树所撰«中论»,影响后世颇大,其中之三是偈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诚可谓真谛与俗

谛不二,世法与出世法一体.见«大正藏»第３０册,第３３页中.
智圆:«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传»,«续藏经»第５６册,第８９４页上.
参阅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第２３９ ２４８页.
智圆:«闲居编»卷十六«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续藏经»第５６册,第８９９页.
«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七«师子吼菩萨品»有云:“佛性者名第一义,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所言空者不见空与不空􀆺􀆺中道者名

为佛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影印本,第１４８页下栏)
参阅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隋唐佛教宗派宗派»,«佛教文化研究»第１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日]镰田茂雄:«禅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文化»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５１页.
南怀瑾:«禅海蠡测»,第１９２页.
戴震:«戴东原文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杨应芹、诸伟奇主编:«戴震全书»(修订本)第６册,第３５３页.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１１５页.



论儒者谈禅或释氏评儒,即使彼此之间互有责难批评,乃至时见攻击讥诋,均难以摆脱互融互鉴的整

体历史发展走向.而一切因时代气运变化而引发的分别异同之见,亦不能代替一个民族长期尊闻而

行的生命实践工夫.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说:“从佛教到儒教,看似不同教义教理的变换,事实上这两

家是接着讲的,讨论的问题是衔接的,思想发展的深度是逐步加深的.形式上、文字上有攻击,实质

上是一贯的.因为儒教和佛教都是中国哲学,有继承关系,有内在联系.”①

儒、佛两家是“接着讲的”.如果换成前面提到的唐宋变革运动的观照视域,则不难看到,就思想

文化的深刻变化而言,则是先有新禅学的产生,然后才有新道学的出现,是禅宗率先发动了革命性的

入世转向,儒家才闻风继起取得了自身突破性的大发展.佛教对儒学的影响实际已非挑战刺激或泛

泛吸收所能说明,而是在理论形态和方法论上,特别是在心性论和形上学两个方面,均直接构成了儒

家必须认真面对的思想文化资源,最终则透过后者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成就了自身第二期的蓬勃

复兴运动.所以,从唐宋变革的整体格局看,尽管儒、释两家均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具体内容,不能不

视为最深层的内在精神动力资源,但相对而言佛教仍有启发或引领的先驱式地位②.宋儒立论的核

心概念或价值固然主要来自先秦原始儒家,但也绝非单线条地遥续孔孟道统的谱系,而是另有一条

吸收转化佛教思想资源的复线,否则便难以设想其庞大理论体系大厦的建构.这说明中国文化及其

相应的哲学思想,不仅是在融合的精神中不断孕育和发展的,同时更具有充分发挥高层次心灵或宗

教性终极力量的巨大能力,实乃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生命智慧的创造成就.无论外来的佛教或本土的

儒学与道教,双方都因为新的成分的渗入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道、释三教作为一种人人均能共

学共享的学术文化资源,尽管自唐迄宋各自的势力大小并不平衡,主与次的地位区分也十分明显,但
都随着世运的起伏升降而发展跃动,都是以阳明为代表的明代心学横空出世的历史性触媒因素,都
壮大而非削弱了儒学自身的学脉系统.特别是三教都以道体的存在为终极托付,展开了程度不同的

创造性的理论言说,都有不断丰富或创造诠释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都谱写了多种思想形态交融

互补的灿烂文明画卷③,当然也就值得学者继续以“预流”的方式参与其中,从而再次催生出未来学术

发展的有主有次、多元并存的繁荣发展新局面.

[责任编辑　刘京希　邹晓东]

９１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①

②

③

任继愈:«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中国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参阅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第６５０ ６５５页.
儒学固然为中华文教系统之核心,但释、老二家辅助之功亦不可掩,三家之说均以见道证体为根本究竟,做到了体一用别,

相辅相成,绽开出了璀璨的人类文明之花.


